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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机理与变迁

樊吉社

＊ 樊吉社，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北京１０００９１）。

＊＊ 此文系中共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 “美国内政外交变迁与中
美关系”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作者自负。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６９／ｊ．ｃｎｋｉ．ｆａｒ．２０２３．０６．１１１

摘　要　自由、民主、人权、三权分立、市场经济等政治、社会
和经济信仰，本质上是美国的 “内在属性”，是其独有的意识形态。当
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其 “内在属性”不断外化，影响乃至塑造美国
的对外政策实践。冷战期间，一切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友，意识形态
外交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首要工具。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试图通过
“接触”来 “扩展”其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小布什政府则刻意通过反
恐战争颠覆并重建一些国家的政权，以消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他
们笃信美国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的 “优越性”、 “典型性”和 “代
表性”，然而漫长的反恐战争折损了美国 “赢得”冷战的威势。奥巴马
政府尝试让美国外交政策回归现实，弱化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

特朗普执政期间对国际机制的态度、对国内议题的处理、对选举结果
的反应，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传统、根基和美国的制
度自信。拜登执政后，意识形态外交重新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基调，

助力美国进行国内和国际外交动员，并统筹其内政和外交。在冷战结
束迄今的三十余年中，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大致完成了一个循环，再度
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工具。就此而言，当美国总统、政要和专家
学者反复强调 “冷战后”时代终结的时候，从意识形态意义上看，他
们似乎是在暗示 “新冷战”已然来临。然而，今非昔比，美国的意识
形态外交政策必将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

关键词　美国外交 意识形态 拜登政府 对华政策 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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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或者研判美国的外交政策，可选择的分析视角和工具有很多，可以是
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可以是地缘
政治学，如陆权论或者海权论，还可以是外交决策分析，如决策者、决策过程、

决策环境等。这些分析视角和工具均能够对某个阶段或者某位总统执政期间的
美国外交政策做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除此之外，是否存在一种相对恒定或者

较为持久的因素时刻指导、塑造或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呢？

远观美国外交政策变迁，不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以后，不论是共和

党还是民主党总统执政，不论美国内外安全环境如何，诸如自由、民主、人权
等理念似乎经久不变。近观拜登政府的对外战略，价值观、民主、制度、秩序

和模式等词语频繁出现在美国官方文件和官员的政策讲话之中。
“民主”、“人权”、“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元素俨然是解码美国内政外交的

关键词，因此，很有必要重新探究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的缘起和变迁，

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实践，探讨美国对外政策所面

临的意识形态困境及其演变方向。

一、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国内起源

关于 “意识形态”的定义比较多元，本文借用美国学者安德鲁·吉奥吉和

乔治·布莱克伍德的定义，他们把意识形态界定为成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信
仰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ｓｅ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认为每一种意识形态

都有一个坚实的制度和组织基础。① 依此定义，美国政府官员、国会议员、专家
学者、媒体从业人员惯常提到的理念或者观念，诸如自由、民主、三权分立、

政教分离、市场经济、法治、人权、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均属于政治、社
会和经济信仰，它们本质上属于美国或者美国人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美国建

立了与之对应的制度和组织。这些 “信仰”、 “制度”和 “组织”构成了美国的
意识形态，它们是美国的 “内在属性”。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随着美国崛起为世界霸权并不断对外拓展影响，这些
“内在属性”外化进入美国对外政策的范畴。因此，可以从美国国内的政治制度
安排、政府和企业或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美国意识

形态外交的国内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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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ｄｒｅｗ　Ｇｙｏｒ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Ｄ．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ｌａｉｓｄｅｌ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６７，ｐ．６．转引自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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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制度来源。美国国家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不同于其他国家，部分
在欧洲受到宗教迫害的美国先民迁居北美，随后实现独立，建立联邦制国家，

实行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和两党制的政党制
度。美国笃信其政治体制摆脱了欧洲的封建主义，是理想的政治制度安排。这
种独特的建国经历和制度安排使得美国时刻强调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及其重要性，

他们自信美国人是不一样的，是 “上帝的选民”，美国是独特的，是 “山巅之
城”，① 进而是 “不可或缺的国家”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② 美国对自身政治制
度的自信被抽象成 “民主制度”、“三权分立”、“政教分离”等概念，美国人自
信这是所有政治体制中的最优安排、最佳选项，美国因此以民主制度的卫士自
居，对不同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安排或者政治过程一律排斥。美国也因此拥有较
强的对外拓展民主制度的冲动，期待其他国家能够效仿甚至移植美国的政治制
度模式，建立与美国一致或者类似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美国还相信
“民主和平论”，③ 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

美国认定其政治制度安排最优、期待其他国家效仿或者移植、确信民主国
家之间不会爆发战争，这些共同构成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意识形态。美国
将这些制度性偏好注入外交政策并付诸实践，按照美国的标准测度他国政治制
度的好坏，对他国政治制度 “指手画脚”，无视他国不同国情、发展阶段与政治
制度的相关性。当然，美国似乎更看重政治制度的形式，未必关心这种政治制
度的效率，也看不到制度移植可能造成的各种 “水土不服”。美国以政治制度为
由动辄干预他国事务，本质上属于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傲慢姿态。

第二，经济模式来源。美国是较早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较为自由放任
的经济政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并非完全依靠 “看不见的手”运行，政府
对于市场经济所行使的职能主要有三项：通过促进竞争、控制外部性问题以及
提供公共产品来提高经济效率，通过税收和预算支出等手段对收入进行再分配
以促进公平，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④ 除了公共
事业之外，美国政府一般没有或极少拥有商业实体。政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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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ｎｉｅｌ　Ｔ．Ｒｏｄｇｅｒｓ，Ａｓ　ａ　Ｃｉｔｙ　ｏｎ　ａ　Ｈｉｌｌ：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Ｍｏｓｔ　Ｆａｍｏｕｓ　Ｌａｙ　Ｓｅｒｍ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ｐｐ．２１７－２４６．

记者西德尼·布卢门撒尔和外交政策史学家詹姆斯·蔡斯在１９９６年共同造出了这个词组，用于
描述美国在冷战后的作用，后来被国务卿奥尔布赖特频繁使用。Ｍｉｃａｈ　Ｚｅｎｋｏ，“Ｔｈｅ　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Ｎ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６，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２０１４／１１／０６／ｔｈｅ－ｍｙｔｈ－
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ｎａｔｉｏｎ／．

倪世雄、郭学堂：《“民主和平论”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欧洲》，１９９７年第５期，第１３—２０
页。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宏观经济学 （第１９版）》，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第３２—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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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参与经济活动，但为经济活动设立规则、制定政策，通过政策调节经济活动。

美国相信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依靠市场供求关系调节经济运行状态，政府在
国家经济生活中扮演相对超脱的管理者角色。美国没有全国性的经济计划，也
没有专门的产业政策，个人、私营部门规划其经济活动，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参
与和干预程度低于绝大多数国家。

美国将此种经济政策理念推广到国家之间，将国内经济模式应用于国家间
经济关系，因而，美国推动各国减少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及投资壁垒，倡导培育
一个开放、透明和非歧视性、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落实与伙伴国家签订的贸
易协议，推动贸易自由化，缓解 “不公平”贸易行为对美国工人和公司的影响
等。① 为前述目的，美国致力于谈判多边或者双边互惠贸易协定，倡导经贸政策
“对等”（ｒｅｃｉｐｒｏｃｉｔｙ）。美国反对国家通过拥有商业实体的方式直接参与或者以补
贴等方式间接参与经济活动，将国家拥有企业或国家干预经济活动视为不公平
贸易的具体表现，反对商业实体从事商业以外的活动。

美国国内经济的运行方式及其经贸政策偏好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参照系，

美国以此衡量他国经贸政策是否 “可行”、是否 “合理”、是否能 “接受”，并根
据美国标准评价他国经贸政策、处理与他国的经贸往来，无视各国经济发展状
况、阶段以及各自的国内经济考虑。

第三，社会管理方式来源。美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较为松散， 《权利法案》

为美国人应享有的言论、新闻、宗教与结社等方面的自由与权利提供保障。② 美
国推崇 “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
由。③ 美国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个人权利受法律保障，主张制约权力对个人生活
介入的范围和程度，宣称美国是 “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国家，制约权力成为关
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

美国用其国内的社会治理方式以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模式作为坐标系，以
此衡量他国的国内治理水平和质量，特别是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政府与宗教的
关系、政府与个体的关系，并由此生出 “指导”他国国内治理的冲动。

美国因其独特的建国和发展历程而确立了具有一定特殊性的政治制度、经
济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在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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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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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美国在北美大陆开疆拓土，通过南北战争巩固政权、实现统一；美国在
整个美洲推行 “门罗主义”，① 扩张地区影响力；美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在１９世纪末跃居世界第一并持续至今；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西方阵营的领导国家；经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后，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成为冷战的 “赢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持续
拓展赋予美国以意识形态自信，自认为能够代表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
社会管理模式，因而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美国对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如此自信，以至于认为这一切都是无需辩驳、不证自明的真理，对外推广这些
制度、模式和管理方式成为美国的 “天定命运”，② “己所欲，施于人”成为美国
的外交哲学。

此种意识形态自信随着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全球拓展必然蔓延到
对外政策之中，成为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因素。因此，意识形态具备
了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校长谷川毅教授定义的四项功能：意识形态是行动
和政策的指南和跳板；意识形态是用来为行动提供辩护的工具；意识形态不是
行动的引擎，而是一种参考框架、一种世界观，可用于解释或者理解国际关系
的运行；意识形态用于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竞争，以引领国际性运动。③

二、意识形态外交的扩张冲动与实践：
从克林顿到小布什

　　从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１９９１年苏联解体，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
营进行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是界限清晰的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包
含激烈的军备竞赛、持久的军控和裁军谈判、局部的热战和广泛的代理人战争，

但更是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对抗，是两种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的
较量。这场较量以苏联解体而告终，世界因此进入后冷战时代。

冷战终结具有双重影响。第一，美国自认为赢得了冷战，也相当于证明了
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竞争优势。老布什
总统在１９９２年１月２８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称：“由于上帝的恩典，美国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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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冷战。”① 冷战结束后的两位总统都表现出美国赢得了冷战的姿态：克林顿总
统在全球范围推动市场主导的繁荣议程，此种政策具有输出经济模式的特征；

小布什总统则对一场恐怖主义袭击做出了过度的反应，② 试图推动部分国家实现
重建，此种政策似有改造他国政治制度的冲动。

冷战结束前后，美国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撰文称，随着民主转型的浪
潮在东欧、拉美、亚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展开，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的过
程最终通向各种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历史在自由中达到顶峰：民选政
府、个人权利，以及劳资流通只需适度政府监管的经济体制。” “自由民主也许
是 ‘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 ‘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 ‘历史
的终结’。”③ 自此，美国也相信各国政治体制必然进入同质化演进阶段，美国甚
至可以通过积极的外交行动加速这一进程。

第二，冷战终结消除了两大阵营之间人为设定的种种壁垒，促进了经贸往
来和人文交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全球化进入新阶段。由此衍
生的另一个讨论是：全球化是否就是西方化？西方化是否就是美国化？在美国
诸多官员和专家学者看来，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都是肯定的。在东欧剧变和
苏联解体后，原华约成员国以及部分苏联加盟共和国实现经济转型时采用了
“休克疗法”，放松价格管制，减少国家补助，加速贸易自由化，虽然这些尝试
在各国的表现不尽相同，但似乎证明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在冷战结束之
初不断扩展。

冷战终结的双重影响使美国相信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具有 “优越
性”、“典型性”和 “代表性”，因此，美国在此后的外交行动中致力于拓展这些
“无形”利益，以获得 “有形”收益，意识形态因素深刻地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
的外交政策。

冷战结束之初，老布什政府在其最后一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明确表
示：美国向往的一种世界愿景是自由、尊重人权、自由市场和法治。美国所追
求的国家安全利益和目标则包括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建立开放、民主和代议制政
治体制，确保每一位公民的人权得到保证、受到尊重，推动各国人民参与政治。

老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在过去四十年中都是世界范围内的民主象征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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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西方捍卫自由世界。① 美国的意识形态自信在这份政策文件中表露无遗。

克林顿执政后，从１９９４年７月发布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题目即可
见其外交政策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一项接触与扩展的国家安全战略》。②

克林顿政府将促进民主列为美国的三大利益之一，认为保护、巩固和扩大自由
市场民主的共同体可以增进美国的安全，为此要改造俄罗斯、乌克兰和其他前
苏联加盟共和国，推动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此外，美国视维护地区安全、协
调区域经济增长、合作、贸易、投资、拓展民主、捍卫人权为己任，大有 “重
任在肩、舍我其谁”的气势。美国的对华外交也充满了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克
林顿执政初期美国在对华政策中将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随后又将人权、计
划生育、宗教信仰、持不同政见者等议题列为中美互动的重点。在此后几年中，
“接触”与 “扩展”成为美国与非西方国家开展外交活动的关键词。“接触”所
对应的是 “遏制”，冷战结束后，美国用 “接触”取代 “遏制”，摒弃相互隔绝
的孤立主义，拥护合作与协调的国际主义，淡化地缘安全竞争，使发展而非安
全成为国家间关系的核心议题，与竞争对手开展对话和交流，推动竞争对手融
入现存国际机制和全球商业体系，降低或者缓解敌意，增进合作与协调。 “接
触”的目的是促成改变。“扩展”则是拓展自由民主制度，培育市场经济，促进
各国民主转型，其核心假设是 “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的行为更可预测，民
主国家之间很少或不会发生战争。
不仅如此，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中最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则是被称为

克林顿主义的 “人道主义干预”，③ 即如果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受到威胁，美国
要采取干预行动。何谓 “人道主义利益”？人为灾害、侵犯人权的行为、民主
化、法治和文官控制军队等都可以被认定为 “人道主义利益”。美国曾以南斯拉
夫联盟共和国涉嫌 “种族灭绝”为由，通过北约在１９９９年３月发起对南联盟持
续７８天的轰炸，并轰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中国三名记者当场牺牲、
数十人受伤、馆舍严重损毁。美国用保护人道主义利益的借口制造了巨大的人
道主义灾难。
小布什执政期间，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

“９·１１”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总统发表数次讲话，将反恐战争引向更
广泛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对抗。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日，他宣称美国的反恐战争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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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但不会 “止于”“基地”组织，美国将在全球范围内反击恐怖组织。①１１月

６日，小布什总统在与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在

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没有中立的选项，所有国家要么与美国站在一起，要么

与美国作对，国际反恐联盟将与恐怖主义这样的 “邪恶”势力作战，直到消灭

它。②１１月１６日，小布什总统在另外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的反恐战争

是一次 “十字军东征”。③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９日，小布什总统在其第一份国情咨文

演讲中将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称为 “邪恶轴心”，宣称美国 “无意将我们的文化

强加于人。但美国将永远坚定地支持人类尊严的不可讨价还价的诉求：法治、

限制国家权力、尊重女性、私有财产、言论自由、平等正义和宗教宽容”。④ 同
年９月，小布什政府发布的第一份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拥有世

界上前所未有和无可匹敌的力量和影响力，在自由原则信念和自由社会价值的

支撑下，与美国地位相伴随的是无可比拟的责任、义务和机遇，美国应将其力

量用于推进有利于自由的均势。为此，美国将在国际机构中促进自由，利用对

外援助促进自由，使自由和民主制度发展成为双边关系的关键议题，做出特别

努力促进宗教自由；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催生全球经济增长的新时代；通

过开放社会和建立民主的基础设施拓展发展圈等。⑤

在反恐战争的大背景下，美国外交政策被包裹上意识形态的外衣。小布什
政府将世界简化为 “支恐”的邪恶力量和 “反恐”的正义力量，将美国定义为

正义力量的化身，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也由此从具体转为抽象。小布什政府

的外交政策不仅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且更具攻击性。为了打击恐怖主

义势力乃至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美国有更强烈的冲动采取军事行动，甚

至主张通过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从源头上消除危险和威胁。美国更愿意推动一

些国家实现政权更迭，如实施旨在对中东各国进行民主改造的 “大中东计划”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⑥ 即在中东促进民主和善治、促进经济发展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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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社会认知。小布什执政时期是美国的 “反恐时代”，也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
“高光时刻”，导致美国付出高昂代价、外交和安全战略偏离方向，为此后十余
年的美国内外困境埋下了隐患。

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克林顿执政八年，

美国在外交政策中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强调价值观，突出自由民主等理念，扩
展市场经济模式，推动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期待经济发展引领政治变革。小
布什执政八年，美国将意识形态利益当作政策目标，将意识形态问题渗透到对
外政策的方方面面，总体上保持了进攻姿态。然而，“９·１１”恐怖主义袭击事

件发生后，美国发动了漫长的反恐战争，导致其软硬实力大受折损，随后三位
总统相继努力从反恐战场退出，并试图调整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三、意识形态外交的调整与挑战：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奥巴马执政之始，美国反恐战争已经进入第八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发

酵，国内出现茶党运动。茶党运动呼吁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开支、减少国债和

联邦预算赤字，其核心政治主张趋向保守，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 “自由国际主
义”倾向。茶党包括两派，一派被称为 “佩林派” （Ｐａｌｉｎｉｔｅ），主张继续对外干
预，另一派被称为 “保罗派” （Ｐａｕｌｉｔｅ），主张减少对外干预。茶党运动的出现
表明美国国内在对外政策上出现反思和分歧，奥巴马执政后美国开始调整对外

战略。

奥巴马政府对外战略调整表现为几个方面的重要举措。第一个举措是明确
提出 “负责任地终结伊拉克战争”，① 放弃改造中东的冲动。奥巴马总统随后访

问埃及并在开罗大学发表题为 “新开端”的演讲，宣称来开罗 “是为了寻求美
国和全世界穆斯林之间的新开端，一个基于共同利益和相互尊重的新开端，一
个基于美国和伊斯兰教互不排斥，也不必相互竞争的真理的新开端”。② 奥巴马
总统缓和与伊斯兰国家关系的行为因姿态比较谦和而被批评为 “道歉外交”。奥

巴马政府的第二个举措是拒绝 “人道主义干预”，不再轻言用兵，在叙利亚内战
问题上采取了极为谨慎的政策姿态。奥巴马总统在西点军校的演讲中明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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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因为美国 “拥有最好的锤头”，就将所有问题都看成 “钉子”，他为美国对
外军事干预设定了各种前提条件。第三个举措是改变应对地区安全挑战的方式，

尝试用对话和谈判的方式，动员多国共同合作应对诸如朝核和伊核挑战。第四
个举措则是加强国内建设，强调重建美国力量和影响的根基，以实现国内振兴
和全球领导。①

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不仅仅是 “纠偏”，而更像是 “改弦更张”。克
林顿政府积极倡导所谓 “人道主义干预”，小布什政府大力推行反恐战争，两位
总统在执政期间均有较强的改造他国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的冲动，而奥巴马政
府则选择慎言用兵，减少对外干涉。相比前两位总统在执政期间过多参与海外
事务，奥巴马政府则选择强化国内建设。为了聚焦国内，减少对外承诺，倚重
多边，奥巴马政府做出明确规划，采取具体行动，有意淡化外交政策中的意识
形态因素，更加重视有形的、可见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使美国外交政策回归现
实。② 然而，宏大的理想并不能清除国内政治障碍，退出反恐战争的努力因 “伊
斯兰国”兴起而受挫，军方还积极主张在阿富汗增兵，延续反恐战争。奥巴马
总统任期八年，美国最终未能完全退出反恐战争，其 “重返亚太”或者 “亚太
再平衡”战略同样进展比较缓慢。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在两个方向上弱化意识形态外交。第一是对外战略方
向性的调整。特朗普政府降低非国家行为体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反恐不再
是美国对外政策重点。美国重新将传统国家行为体视为主要安全挑战，并从强
调大国协调与合作转向重视大国战略竞争。第二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所谓 “有
原则的现实主义”外交策略，③ 更重视实利，并未突出大国战略竞争的意识形态
色彩。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用意识形态的透镜评估中国
的政策和行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 “修正主义大国”要塑造一个与美国
价值和利益相对立的世界；中国寻求在 “印太地区”取代美国，扩展国家主导
经济模式的触角，依照自身偏好重塑地区秩序；美国需要放弃以前的执念，即
支持中国崛起并融入战后国际秩序能够促进中国自由化。④ 尽管美国官方文件突
出了大国战略竞争潜含的意识形态因素，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并没有展现
出明显的意识形态偏好。例如，美国的关税战瞄准了包括中国和欧洲在内的多
数国家和地区，特朗普总统本人对俄罗斯表现出非常温和的姿态，并热衷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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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首脑会晤解决朝核问题，美国还在２０１８年启动了与塔利班的谈判，干预中东

事务的行动也明显减少，如此等等。这些举措都在减少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
“含量”。

直到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对华战略才开始突出意识形态因素。尽管美国

主流媒体较早开始使用 “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中国”指代 “中华人民共和

国”，但直到新冠疫情暴发后，美国才开始在官方文件、讲话中较高频次地使用

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的语言和文字。①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０日，特朗普政府发布
《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② 以非常系统的方式，从意识形态的角度

攻击中国的政策，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采取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迫使美

国企业为进入中国市场而出让技术，获取敏感信息或者商业机密，运用经济杠

杆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认为中国在全球推广价值观，挑战美国的基本理

念，中美意识形态竞争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所有领域。

此后，特朗普政府的多位重要官员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讲，攻击中国的社会

制度，指责中国的内外政策，试图将中美关系引向意识形态对抗方向。２０２０年

６月２４日，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发表题为
《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全球野心》的演讲。③７月７日，联邦调查局局长克

里斯托弗·雷在哈德逊研究所与沃尔特·米德对谈，主题为 “中国影响美国体

制的企图”。④７月１６日，司法部长威廉·巴尔在福特总统博物馆发表对华政策

讲话。⑤７月２３日，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题为 《共

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讲。特朗普政府上述四位重要官员关于中

１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９年４月２９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斯金纳曾宣称中美之间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她
的这种表达在美国引发了较大争议。关于中美战略竞争属于文明冲突的说法昙花一现，没有对美国外交
产生实质性影响。Ｊｏｅｌ　Ｇｅｈｒｋｅ，“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ａ”，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Ａｐｒｉｌ　３０，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ｅｘａｍｉｎｅｒ．ｃｏｍ／ｐｏｌｉｃｙ／ｄｅｆｅｎｓ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ａｔ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ｆｏｒ－ｃｌａｓｈ－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２０，ｐｐ．２－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Ｃ．Ｏ’Ｂｒｉｅ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Ｐｈｏｅｎｉｘ，
Ａｒｉｚｏｎａ，Ｊｕｎｅ　２４，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ｔｒｕｍｐ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ｓ－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ｇｌｏｂａｌ－ａｍｂｉｔｉｏｎｓ／．

Ｗａｌｔｅｒ　Ｒｕｓｓｅｌｌ　Ｍｅａｄ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Ｗｒａｙ，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ｕｌｙ　７，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ｕｄｓｏｎ．ｏｒ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ｄｅｆｅｎｓｅ／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ｔｈｅ－ｔｈｒｅａｔ－
ｐｏ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ｐａｒｔｙ－ｔｏ－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ｕ
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Ｂａｒｒ，“Ａｔｔｏｒｎｅ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Ｂａｒ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ｓ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ｔｈｅ　Ｇｅｒａｌｄ　Ｒ．
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Ｇｅｒａｌｄ　Ｒ．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Ｍｕｓｅｕｍ，Ｊｕｌｙ　１６，２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ｊｕｓｔｉｃｅ．ｇｏｖ／
ｏｐａ／ｓｐｅｅｃｈ／ａｔｔｏｒｎｅ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ｂａｒ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ｓ－ｒｅｍａｒｋｓ－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ｇｅｒａｌｄ－ｒ－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３年 第６期

国政策的演讲，形同一次关于中美战略竞争的系统性意识形态动员。这些讲话
是国务卿蓬佩奥策划的结果，四人分工明确：奥布莱恩讨论意识形态，雷讨论
间谍活动，巴尔谈论经济，他本人的讲话则讨论中国对美国经济、自由和世界
民主政体的未来的威胁。系列讲话目的明确、任务清晰，即分析中美关系的方
方面面、数十年积累的中美巨大不平衡，以及所谓的中国霸权构想。① 四个讲话
的地点分别位于南部的亚利桑那州、东部的华盛顿、北部的密歇根州和西部的
加利福尼亚州，东西南北的民众均在动员之列。具体地点选择似乎也有特别考
虑，特别是国务卿蓬佩奥将最后一个讲话放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而尼克松总
统是推动中美缓和、对华展开 “破冰”之旅的共和党总统，美国对华接触战略
的起点也可从尼克松政府算起，就此而言，蓬佩奥的讲话试图从源头上颠覆美
国对华接触战略的逻辑。特朗普政府推动美国外交回归大国战略竞争，并将意
识形态因素注入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所有方面。中美关系中的经贸分
歧被 “安全化”和 “意识形态化”，美国开始用意识形态透镜审视中美在涉台、

涉藏、涉疆、涉港等议题上的分歧，并采取相应的对抗性政策，冷战结束初期
一度困扰两国的意识形态议题再度回归中美关系。

尽管特朗普总统的外交安全团队在其任期的后半段尝试将意识形态因素注

入对外政策，尤其是大国关系，但对美国传统建制派精英来说，特朗普总统执
政对美国意识形态优越感所造成的内外影响简直是一场 “灾难”：特朗普政府的
外交政策偏好、对双边或者多边制度性安排的反应、对国内议题的处理、大选
后对选举结果的挑战等言论和行为，从根本上挑战了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传统、

意识形态根基和制度自信。

特朗普总统的对外政策实践挑战了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传统。他在２０１６年
总统大选期间的一些言论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在 “美国第一”或者 “美国优
先”的口号之下，特朗普呈现出 “难以预测”、 “零和思维”和 “交易偏好”的
特点。他还批评甚至威胁美国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盟友，虽然他对外交似乎一
无所知，但表现得非常自信。② 特朗普的政策主张让盟国坐立不安。美国大选结
束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改变了赴秘鲁利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ＡＰＥＣ）领导人
会议的行程，于１１月１７日经停纽约会见当选总统特朗普，试图让特朗普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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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①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退出了多个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多边制度性安排。特
朗普与朝鲜以及俄罗斯国家领导人的互动也引发较大争议，他批评盟国并与几
乎所有和美国有较多经贸往来的国家大打贸易战。具有较强意识形态冲动、主
张美国延续 “国际主义”传统的美国精英不希望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回归 “民族
主义”或 “孤立主义”，更不能接受特朗普总统抛弃美国的外交传统、基本原则
和价值。对传统建制派政治精英来说，一个不愿意高举 “意识形态大旗”来
“引领世界”的美国还是真正的美国吗？

特朗普政府对国内问题的处理同样备受争议。特朗普反对外来移民，执政
后立即签署第１３７６９号行政令，在９０天内暂停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索马
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七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② 随后积极推动在美墨边界
建墙阻隔非法移民越界。２０１７年８月，弗吉尼亚州小城夏洛茨维尔的白人至上
主义者集会导致暴力冲突，特朗普总统的态度引发广泛争议。新冠疫情暴发后，

尽管美国拥有较多的资源和较丰富的经验，但应对失当，造成大量感染患者死
亡。他在内政外交决策中不倚重传统国家机器，偏好 “抢风头”，决策随意性
强，被认为破坏了美国政治制度和传统。诸如此类争议事件持续挑战了美国以
“山巅之城”自诩的意识形态自信。

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对２０２０年总统大选结果的挑战则尤其致命。特朗普
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３日大选民调结束后不久即表示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他和他的
支持者们采取了种种策略，试图推翻选举结果。这些尝试包括：大选结束后在
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关键摇摆
州发起数十起质疑选举结果的诉讼；选举结束后，通常由州政府以例行公事
的方式确认选举结果，特朗普及其团队施压各地共和党，阻止确认选举结果；

其团队还施压关键摇摆州的共和党议员，试图建立替代选举人名单，以制造
选举结果争议；收集可能存在选举欺诈的故事或者事件；特朗普还试图向司
法部施压，推动对选举的司法调查；施压副总统彭斯，拒绝将选举人团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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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给拜登。① 特朗普及其支持者挑战选举结果的最极端行动是利用公众压力，制
造了２０２１年１月６日冲击国会大厦的游行。

代议制政府、三权分立和民主选举是美国政治制度自信的关键，也是美国
“指点”他国内政的合法性来源。在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国内已有专家学者反
思其政治体制的效率问题。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２日，托马斯·弗里德曼在 《纽约时

报》撰文 《打倒一切》，发出了美国是否从民主制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走向了 “否决

制”（ｖｅｔｏｃｒａｃｙ）的疑问。民主制的初衷是设计一套复杂的制约机制，防止任何
人获得过大的权力，而否决制则是由于两党从意识形态分歧走向极化政治，加

之美国外部没有重大威胁，两党拒绝妥协并相互拆台，没有任何一方可以获得

足以做出重要决定的权力。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对国会的常态化关注，联邦政府
规模的持续扩展，游说集团的深度参与，这一切都强化了党派政治，导致立法

系统几近瘫痪。② 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持续下降，联邦政府频繁关门，债务危

机持续，社会撕裂，凡此种种，无不是 “否决政治”的外在表现。福山将美国
政府的低效称为 “政治衰败”或者 “政治危机”。③

然而，美国政治制度低效的问题远没有特朗普总统及其支持者对总统大选

结果进行挑战来得更加严重。美国曾有过武力推翻他国选举结果的行动，而这
种场景在２０２０年选举后在美国国内重演：一个寻求连任的总统拒绝承认选举结

果，进而发起对选举过程、选举结果的挑战。特朗普执政带来的问题是：美国

人是否仍然是 “上帝的选民”，美国是否仍然是 “山巅之城”，美国的政治制度
安排是否仍然是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副顾问本·

罗兹在特朗普任期末曾于 《外交事务》发表 《复兴民主》一文称，如果拜登当

选总统，他将继承一个已经放弃了世界领导地位并失去道德权威的美国，他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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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建 “山巅之城”，因为美国的民主不再是世界的 “典范”。①

四、拜登政府的 “意识形态化”外交

拜登是华盛顿的 “老面孔”，他从１９７３年１月到２００９年１月担任参议员３６
年之久，曾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担任主席，曾会见过６０多个国家、地区及

国际组织的１５０多位领导人，并在波黑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

克战争等诸多对外干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他曾在奥巴马执政时

期担任副总统八年。拜登参议员见证了冷战中后期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经济

全球化的高歌猛进、美国对外干预行动、美国国际地位变迁以及中国发展和崛

起，他熟悉意识形态话语，洞悉冷战对抗的手段和路径。拜登竞选并当选总统

后，外交意识形态化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对华政策尤其如此。

拜登在竞选期间就开始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展示鲜明的意识形态政策偏好。

他批评特朗普在执政期间背弃了赋予美国力量和团结的 “民主价值观”，疏远了

美国的价值观盟友，他准备 “更新美国的民主和联盟”，以便让美国再次 “领导

世界”，而其首要任务是修复和重振 “国内民主”，使白宫成为民主价值观和民

主制度核心支柱的守护者而非破坏者，美国还将加强与民主国家的联盟，组织

并主办全球民主峰会，讨论反腐败、抵御专制主义、促进人权等议题，团结
“全球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来应对中国。②

拜登执政后立即将意识形态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意识形态透镜看待

美国当前面临的内政和外交环境，他执政迄今的政策文件、言论和行为中均包

含较高 “浓度”的意识形态含量。拜登总统在 《过渡期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

强调，美国要维护 “普世价值”，需振兴美国最基本的 “民主”优势， “民主”

是 “自由、繁荣、和平与尊严”的关键；美国需要证明，不仅 “民主仍然是管

用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而且民主对于应对挑战也是至关重要的；美

国必须与志同道合的盟友一起振兴全世界的民主。③２０２１年５月３１日，在国家

阵亡将士纪念日发表的演讲中，拜登总统宣称美国是 “世界上唯一建立在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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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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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ｆｆ　ａｉｒｓ，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２０，ｐｐ．４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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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Ｍａｒｃｈ／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０，ｐｐ．６４－７６．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Ｉｎｔｅｒ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Ｍａｒｃｈ　２１，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ｒｏｏｍ／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２０２１／０３／０３／ｉｎｔｅｒｉｍ－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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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之上的国家”，“民主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还是 “一种生活方式”、“一种
世界观”，是值得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 “美国之魂”，当前 “民主”正处于与
“专制”斗争的危险之中。①

同时，意识形态成为美国统筹内政和外交的关键工具。拜登政府在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打破内政和外交的边界，将二者融为一
体。报告认为，美国要想在国外获得成功，必须加大对国内的创新和工业能力
的投入，增强美国的承压能力 （韧性），为此，美国将用产业战略补充私营部门
的创新能力，对美国的劳动力、战略部门和供应链进行战略性公共投资，特别
是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②

拜登政府重振意识形态外交的第一要务是投资国内，通过自我修复以重
建美国民主 “典范”的形象。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５日，拜登总统签署 《两党基础
设施法》，致力于 “投资”包括道路、桥梁、公共交通、机场、港口和车辆等
在内的交通基础设施，以及气候、能源、环境和网络等。③２０２２年８月，拜登
总统签署 《芯片与科学法》和 《削减通胀法》，加强美国制造业、供应链和国
家安全，投资和研发科学技术，发展清洁能源经济，助力美国创新、创业和
制造。④

拜登政府分别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和２０２３年３月两次主持召集 “民主峰会”，

这成为其外交意识形态化的标志性行动。如果参照美国的标准，应邀参会的大
概没有多少算得上实施了 “真正的民主”。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第
一次峰会，美国在峰会上发起 “总统民主复兴倡议”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ｎｅｗａｌ），致力于支持自由和独立的媒体、打击腐败、培养民主改革
人士、促进技术服务于民主、捍卫自由而公平的选举和政治过程，⑤ 拜登政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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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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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投入４．２亿美元以落实这些倡议。第二次峰会由美国、哥斯达黎加、荷兰、

韩国和赞比亚共同召集，拜登政府宣布再投入６．９亿美元以落实第一次峰会提
出的倡议。

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当作处理大国关系，尤其是对华战略的关键工具，用
意识形态实现对国内和国际的动员。从２０１５年初美国国内讨论修改对华战略，

到拜登政府出台国家安全战略，经过七年多的争论，美国最终在对华战略上形

成了开展战略竞争的定论。然而，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美苏
两大阵营的冷战是在一个平行世界展开的，各自建构彼此隔绝的经济体系和军
事集团，而中美两国共同在一个全球互联的环境中发展关系、产生分歧、进行

较量，两国存在非常复杂的利益纠葛，无法轻易进行切割。拜登政府对华采取
的强硬政策必然包含对中美人文交流、经贸科技往来以及金融投资等诸多领域
的限制和管制，这意味着美国的部分个人、企业和机构将随之受损。如何说服

或者迫使这些个人、企业和机构响应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意识形态显然是最
合用的工具。美国对中美人文和教育交流的限制、对中美双向投资的限制、对
中美经贸往来的限制、对中美科技合作的限制，无不运用意识形态作为借口，

将所有的中国个人、企业和机构与美国相关的言论和举动以及互动都贴上 “意
识形态”标签，进而予以管制和限制，迫使美国个人、企业和机构支持对华战
略的全面调整，这也是美国所谓全政府、全手段对华战略竞争的表现。

拜登政府将意识形态应用于协调盟国和伙伴的对华政策。在一个互联的世
界中，美国单靠自身力量不可能对中国开展实质性的限制，如果没有盟国的协
调与合作，美国推动对华 “筑墙设垒”或 “脱钩断链”只会损害自身利益，将

很难得到美国企业的支持与合作，因此，美国需要协同盟友采取共同行动。然
而，美国盟友的对华认知与美国有所不同，未必都响应美国的政策。拜登政
府通过意识形态外交 “污名化”中国与各国的往来，夸大中国实力，将中国

描述为现存国际秩序的颠覆者，并诬称中国所有行为均具有政治和安全内涵，

以此辅助对盟国的动员，促使其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与美相同或者相似的政策

举动。

拜登政府将外交意识形态化的行为导致世界愈发撕裂。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４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警示：“我

担心可能出现 ‘大分裂’：世界分裂成两个阵营，地球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建造
两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世界，每个都有自己的主导货币、贸易和金融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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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因特网和人工智能能力，以及自己的零和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① 特朗
普执政期间，美国采取了诸多逆全球化的政策，新冠疫情暴发加速了供应链重
组，俄乌冲突则推动各政治力量的调整与变化。这三个态势加速撕裂世界，迅

速逆转全球化，推动供应链重构，而拜登总统则是系统性加剧这种后果的美国
领导人。

五、冷战后的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变迁与挑战

冷战结束迄今的三十余年中，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大致完成了一个循环。冷

战期间，意识形态外交是大国战略竞争、助推冷战的首要工具，一切以意识形

态划分敌我友。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胜利者自居，尝试在对外政策中推动制度
输出，以完成 “历史的终结”。克林顿政府试图通过与所有非西方国家 “接触”

来 “扩展”经济互动，进而促成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变革。 “９·１１”恐怖主义袭
击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则试图通过反恐战争颠覆并重建一些国家的政权，以此

消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结果却使美国陷入无休止的扩大化反恐战争，并导
致美国国内问题日益严重。

奥巴马政府竭力弱化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尝试退出反恐战争，争
取大国协调与协作，倚重多边和大国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但其政策未能

获得国内最大限度的支持，种种努力皆因国内掣肘而效果不彰。从某种意义上
说，特朗普当选后试图进一步回归美国自身利益，减少对国际事务的介入，淡

化乃至完全消除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考虑，用赤裸裸的利益算计来衡量与其
盟国、伙伴乃至竞争对手的关系，这与奥巴马政府的现实主义外交有异曲同工

之处，只是特朗普政府更加粗糙而鲁莽。美国的此种对外政策调整在新冠疫情
暴发后偏离了轨道。为了大国战略竞争，美国重新在大国关系中祭起意识形态

大旗。拜登政府的对外政策既是对特朗普政府外交鲁莽行为的修复，更是对
其 “美国优先”政策的继承和发扬，意识形态外交重新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
基调。

在这三十多年中，美国意识形态外交完成了从大国意识形态较量到侧重对
外输出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以应对恐怖主义、弱化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增

加外交中的意识形态 “含量”，再到将外交意识形态化的循环。就此而言，当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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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秘书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上的发言》，联合国网站，２０１９年９月
２４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ｓｇ／ｚｈ／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ｇ／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２０１９－０９－２４／ａｄｄｒｅｓｓ－７４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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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总统、政要和专家学者反复强调 “冷战后”时代终结的时候，他们似乎是在
暗示 “新冷战”已然来临。

展望未来，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政策将面临如下三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美国对其政治制度安排、经济模式和社会管理方式的自信心下降，

开始怀疑这些意识形态内容对其他国家是否仍然具有吸引力。在政治方面，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国内相继爆发 “茶党”运动和 “占领华尔
街”运动，社会政治运动挑战了美国的政治僵局。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党派政治
在过去十余年中愈演愈烈，两党的中间派力量减少，政策主张更趋对立和对抗，

两党在国会中的否决政治导致国内问题迟迟难解。２０１６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
胜出，并在执政期间挑战美国传统的内政外交政策，２０２０年输掉总统大选后质
疑选举的合法性，并煽动其支持者冲击国会山，甚至要求军方为其个人政治目
的服务。在经济方面，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赢家，华尔街的银行家、资本
力量和高新技术产业受益巨大，但美国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反噬，产业外迁导
致国内工人失业，家庭收入下降，贫富分化加剧。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很少介
入经济活动，但其他国家可能介入较多，这使美国认定其企业难以在竞争中胜
出。在社会方面，美国复杂的法治体系造成了不利的经济后果，泛滥的政治正
确营造了处处充满禁忌的社会环境，极端的自由思想割裂了民众。美国的政治
僵局、贫富分化和社会撕裂使其怀疑其制度、模式和治理方式的优越性。①

第二，随着国内问题不断累积且短期内难以解决，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轻
重缓急将有别以往，聚焦国内是其必然选项，对外拓展政治制度、经济模式与
社会管理方式的意愿和能力将随之下降。美国的这种政策调整始于奥巴马政府，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进入剧烈调整期并延续至今。奥巴马政府在外交领域立足于
调整自身存量，不做或者少做增量，或者只做象征性增量，从而成为 “众筹版”

霸权国。② 特朗普政府则选择退出各种国际机构和组织，显著减少对外投入，要
求或者迫使盟国承担更多责任、贡献更多公共产品，以此减轻美国负担，使美
国能够专注于国内事务。拜登政府则将 “投资”美国当作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
内容之一。聚焦国内、加强自身国力建设，是美国必然的、长期的选择。在资
源相对有限的条件下，政策目标排序自然更倾向现实的、可见的国家利益，从
而弱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无形利益。

第三，由于美国制度和价值观自信心下降，美国将更加担忧来自他国的意
识形态挑战，处于 “守势”的美国可能以更强硬的姿态和方式处理意识形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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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樊吉社：《特朗普时代：Ｂ面美利坚》，澎湃新闻，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０７５７９９６。

樊吉社：《奥巴马主义：美国外交的战略调适》，第６９—８６页。



外交评论　２０２３年 第６期

题，反而使美国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因素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将
成为美国的悖论，即美国一方面希望聚焦国内，另一方面又需要在对外政策中
承担更大责任。由于国内挑战艰巨，美国能否在制度层面与他国展开竞争已经
成为问题。近年来，美国对任何外部的意识形态挑战高度重视，认定其他大国
的政策正在动摇美国的根基，从而排斥对外人文和教育交流，对任何可能涉及
意识形态内容的问题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出了很多过激反应。不仅如此，美国
越来越从意识形态视角分析和判断他国的政策行动，这也必然导致过度反应，

甚至激化大国间的意识形态较量，从而导致 “自我实现的预言”。

自冷战结束后，从 “唯我独尊”、 “舍我其谁”的攻击姿态回落到 “民主制
度是否仍然管用”的防御、保守状态，美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已经进入了 “回
摆”的另一个循环，这种趋势的复杂作用和影响仍待我们进一步观察并保持
警觉。

（责任编辑：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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